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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与社会对媒体客观、中立报道的预期不同，在现实世界中，媒体报道往往是有偏的。
通过影响受众的信息结构和信念分布，媒体报道偏差能够影响社会微观经济主体的决策与行为，进
而在宏观层面上影响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和社会福利水平。本文从媒体报道偏差的动因、媒体报
道偏差程度的计量、媒体报道偏差的经济后果以及如何缓解媒体报道偏差四个纬度，系统归纳、梳
理和评价了有关媒体报道偏差领域的最新文献，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国内关于媒体报道偏差领域未
来需要研究及可能进一步拓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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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一个有新闻价值和重要社会影响的事件，
并非所有媒体都会选择进行报道；而在那些对该事
件进行报道的媒体中，尽管基于同一事实，却也往往
会形成不同的观点，许多时候甚至是截然相反的。
不同于虚构和捏造，事实上，这些报道都是基于媒体
所认定的“事实”，但是经过媒体的加工和筛选，呈现
在读者眼前的却不是对事件客观、全面的平衡报道，
而是一种主观片面的非平衡报道。学术界将这种普
遍存在的社会现象称之为媒体报道偏差。一项近期
由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发起的问卷调查显示，有超过

７８％的受访者相信媒体报道偏差真实存在，更有高
达４０％的受访者表示，受媒体报道偏差影响，他们
无法完全相信来自媒体的报道，这一比例较３０年前
已经翻了一倍（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２００５）。以上
数据不仅证实媒体报道偏差能够对社会产生重要影

响，也表明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社会成员越
发重视这一现象。目前，国内外经济学者对媒体报
道偏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１）媒体报
道偏差的动因，主要探讨媒体报道偏差的类别和来
源；（２）媒体报道偏差的度量，主要通过指标设计来
检验媒体报道偏差是否存在以及媒体报道偏差的程

度；（３）媒体报道偏差的经济后果，主要通过模型构
建和实证检验的方法就媒体报道偏差对社会微观经

济主体决策和行为的作用展开研究，进而讨论其对
社会资源配置和社会福利水平可能产生的影响。基
于学术界对媒体报道偏差的上述研究脉络，本文将
从理论分析和经验证据两个角度对国外媒体报道偏

差研究领域的相关文献进行全面梳理，并在此基础
上指出可供我国经济学者进一步拓展和深入研究的

领域及议题。

一、媒体报道偏差的动因

媒体报道偏差的概念最早可能可以追溯到

Ｈａｙａｋａｗａ（１９４０）。他用这一概念界定媒体“通过选
取对被报道对象有利或者不利的特定细节”进行报
道的现象。Ｇｅｎｔｚｋｏｗ　＆Ｓｈａｐｉｒｏ（２００６）则给出了
一个更具操作性的定义，即媒体报道偏差就是对报
道内容的取舍、对词句语气的斟酌以及对不同信息
来源的选择。在此基础上，后续学者从不同视角展
开了对媒体报道偏差动因的研究。
早期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从对个别案例的描述中

归纳结论，如 Ｍｅｎｃｋｅｎ（１９２０）和Ｌｉｐｐｍａｎｎ（１９２２）。
从研究结论来看，这些学者不仅没有将媒体看作是
向市场提供客观中立报道的信息中介，反而视其为
“努力向市场提供娱乐性和趣味性的报道（中介）”，
为了追求利润，“媒体倾向于向读者提供趣味性和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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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性的报道”，正是这种追求轰动效应的动机导致媒
体报道偏差的产生（Ｌｉｐｐｍａｎｎ，１９２２）。这种媒体娱
乐工具属性的看法对经济学和财务学的后续研究产

生了一定影响 （Ｊｅｎｓｅｎ，１９７９；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２００４）。

Ｊｅｎｓｅｎ（１９７９）甚至认为，媒体与小说、连续剧和体育
赛事等没有本质差别，都是向受众提供娱乐服务。
近期的研究证实了美国早期的报纸产业确实普遍存

在着报道偏差现象。如Ｇｅｎｔｚｋｏｗ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对美
国近代报纸产业的研究发现，几乎所有的报纸都依
附于某个政党，因而这些报纸的报道往往缺乏客观
性和中立性，报道内容也多涉及政党间和政治家的
相互攻击。然而，在Ｂａｒｏｎ（２００６）看来，将媒体简单
视为提供娱乐性和趣味报道的中介显然有失偏颇。
追求轰动效应固然是造成媒体报道偏差的一个重要

原因，但这肯定不是故事的全部。在总结前人研究
的基础上，Ｍｕｌｌａｉｎａｔｈａｎ　＆Ｓｈｌｅｉｆｅｒ（２００２）归纳了媒
体报道偏差的两类动因：观念分歧（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ｉａｓ）
和新闻炮制（ｎｅｗｓ　ｓｐｉｎ）。前者指的是媒体通过有
偏报道将受众的观念和看法引向特定方向；后者则
特指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制造轰动效应而进行有偏
报道。在２００５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另一篇
论文中，Ｍｕｌｌａｉｎａｔｈａｎ　＆Ｓｈｌｅｉｆｅｒ对上述分类进行
了更加精确的诠释。从供给和需求的角度来看，媒
体报道偏差的动因既可能源自媒体报道的供给方，
反映记者、编辑或者媒体所有者的个人动机和偏好，
也可能源自媒体报道的需求方，反映媒体对受众、广
告商、政府及其他利益集团观念和偏好的迎合。

（一）需求视角
新古典经济理论通常假设信息是无偏的，这是

因为信息的质量在于其准确程度。对于信息需求者
来说，越准确的信息就越有价值。尽管新古典理论
极为重视信息的重要作用，但是，传统经济理论对信
息的传播却存在长期忽视的现象（Ｄｙｃｋ　＆ Ｚｉｎ－
ｇａｌｅｓ，２００２）。在理论经济学的模型设定上，投资者
要么被定义为知情交易者，要么是非知情交易者。
尽管在某些情况下，通过支付信息搜寻成本，非知情
交易者可以获取所需的信息，但是在整个过程中，理
论模型都没有考虑公共信息提供者———媒体———所
发挥的重要作用。为了引入媒体，同时放松经典经
济理论中关于信息质量的假设，Ｍｕｌｌａｉｎａｔｈａｎ　＆
Ｓｈｌｅｉｆｅｒ（２００５）构建了一个行为经济模型，来解释现
实世界中信息提供者（如媒体）提供的信息在有偏情
况下可能产生的影响。在受众信念有偏且倾向接受
与自己信念一致的媒体报道，以及媒体倾向通过报

道偏差去迎合受众偏好这两个前提假设条件下，他
们发现，与传统产品市场不同，在受众信念异质分布
的情况下，媒体竞争不仅无法消除报道偏差现象，反
而会加剧媒体报道偏差的程度。这种偏差来自于媒
体对受众信念的迎合，在竞争和利益最大化的双重
驱动下，媒体的观点可能比两极化的受众信念更加
极端。Ｍｕｌｌａｉｎａｔｈａｎ　＆Ｓｈｌｅｉｆｅｒ模型的两个前提假
设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关于受众偏好接受与自己信
念一致信息的假设，在传播学和心理学领域的相关
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Ｇｒａｂｅｒ，１９８４；Ｓｅｖｅｒｉｎ　＆
Ｔａｎｋａｒｄ，１９９２；Ｚａｌｌｅｒ，１９９２；Ｒａｂｉｎ　＆ Ｓｃｈｒａｇ，

１９９９）。Ｋｌａｙｍａｎ（１９９５）指出，公众寻找的是那些能
够支持他们信念的信息。在对信息进行分类时，人
们往往会忽略那些与其信念不符的信息，除非那些
信息在数量和强度上能够对人们的信念产生影响

（Ｍｕｌｌａｉｎａｔｈａｎ，２００２）。至于第二个假设，更多的可
能与媒体具有明显的规模报酬递增特征有关。以报
纸为例，因为需要调查采访等事前投资，因此生产一
份报纸的成本极高，但是随着需求的增加，生产额外
报纸的边际成本却很低。正是由于这一特征，媒体
可以通过报道社会大众普遍感兴趣的话题扩大需

求，摊低成本，提高收益（Ｓｔｒｏｍｂｅｒｇ，２００４），这使得
媒体有很强的动机去迎合受众的信念。尽管 Ｍｕｌ－
ｌａｉｎａｔｈａｎ　＆Ｓｈｌｅｉｆｅｒ模型的假设比较符合实际情
况，但是仍然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媒体
主动迎合受众信念的假设仍然过于强烈。为此，在
进一步放松有关媒体迎合受众偏好假设的基础上，

Ｇｅｎｔｚｋｏｗ　＆Ｓｈａｐｉｒｏ（２００６）构建了一个新的模型
研究媒体报道偏差现象。他们的研究同样证实，媒
体为了维护自身的声誉，会尽力保持其报道的内容
与受众的先验信念一致。但与 Ｍｕｌｌａｉｎａｔｈａｎ　＆
Ｓｈｌｅｉｆｅｒ（２００５）不同的是，Ｇｅｎｔｚｋｏｗ　＆ Ｓｈａｐｉｒｏ
（２００６）相信，这种受众需求驱动的媒体报道偏差会
在媒体企业间的竞争中逐渐弱化。特别是对于那些
能够在短期内验证报道准确与否的事件，媒体几乎
不存在任何动机进行有偏报道。
无论是 Ｍｕｌｌａｉｎａｔｈａｎ　＆Ｓｈｌｅｉｆｅｒ（２００５）模型还

是Ｇｅｎｔｚｋｏｗ　＆Ｓｈａｐｉｒｏ（２００６）模型，媒体收入均被
假设单一来自于读者订阅。但在真实世界里，媒体
的收入却主要来自厂商的广告（Ｓｔｒｏｍｂｅｒｇ，２００４）。
那么，媒体报道除了受受众信念影响，是否也会受到
广告厂商的影响？Ｇａｌ－Ｏ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对这一问题
进行了研究。在一系列严格假设条件下，他们证实，
当媒体仅依赖广告收入时，媒体倾向于采取降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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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偏差程度的报道策略；而当媒体同时依赖订阅收
入和广告收入时，媒体报道偏差程度会显著提高。
这一发现得到Ｅｌｌｍａｎ　＆ Ｇｅｒｍａｎｏ（２００９）的支持。
在他们的模型中，当广告商足够多时，在媒体市场竞
争条件下存在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此时，媒体的
最优选择是将报道准确性设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为了防止广告商撤销广告，媒体对报道进行了它们
能接受的最大程度的“扭曲”。事实上，Ｅｌｌｍａｎ　＆
Ｇｅｒｍａｎｏ（２００９）进一步证明，当广告收入所占比重
足够大时，媒体甚至可以通过将订阅价格调整成负
数的策略（即媒体向读者支付货币）来贿赂读者购买
报纸，以迎合广告商对报道偏差的需求。

（二）供给视角
从供给视角看，媒体报道偏差主要源自媒体所

有者、记者或编辑本身的偏好和意识形态。每次总
统选举期间，美国媒体都会自动分成两个阵营。支
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媒体会尽力美化民主党总统

候选人，攻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而支持共和党总统
候选人的媒体也会尽力美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攻
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Ｄｅｌｌａ　Ｖｉｇｎａ　＆ Ｋａｐｌａｎ
（２００７）发现，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福克斯新闻公司
的报道明显偏向共和党，并且有高达２８％的福克斯
新闻读者因受到报道影响而投票给共和党总统候选

人。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 ＭｃＬａｒｅｎ（２００９）通过模型对这一
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首先，他们假设读者信念是
异质分布的，并且报纸的生产成本为０。所有报社
都将报纸价格设定在一个公众能接受的水平，从而
保证所有的市民都会购买报纸。在这一前提下，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 ＭｃＬａｒｅｎ发现，在媒体市场垄断经营
时，不论媒体是否进行有偏报道，受众都会怀疑媒体
可能隐藏对其不利的信息，从而使得读者在阅读报
纸后得到的关于事件的贝叶斯事后信息比其在阅读

报纸前所预期的事前均值还要低，导致整个社会福
利下降；当媒体市场充分竞争时，尽管意见对立的媒
体会对同一事件进行有偏报道，但由于受众可以获
得事件的全部信息，因而不存在社会福利下降的问
题。更进一步，当法律允许媒体间进行兼并收购时，
此时的社会福利要低于禁止其兼并收购情况下的社

会福利。这与 Ｇｅｎｔｚｋｏｗ　＆Ｓｈａｐｉｒｏ（２００６）的结论
一致。
就记者而言，与理想中新闻记者向社会公众提

供无偏报道不同，大量实证研究表明，记者的报道往
往是有偏的，Ｂａｒｏｎ（２００６）将这一现象归因为记者追
求自身“晋升”的动机。这里的“晋升”指的并不仅仅

是一般意义上的在新闻机构内部的职位提升，还包
括其报道更容易被发表，其名字为更多人所熟知，以
及因成名而给其带来潜在的出版自传、发表演说、进
入政坛等机会。通过报道偏差，记者提供的故事可
能更容易发表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经过数学推
导，Ｂａｒｏｎ（２００６）证实，为了追求未来职业生涯的成
功，记者往往倾向于提供有偏报道；而公众出于对报
道准确性的怀疑，会降低对新闻报道的需求。与此
类似，Ｄｙｃｋ　＆Ｚｉｎｇａｌｅｓ（２００３）提出了“交换补偿”理
论（Ｑｕｉｄ　Ｐｒｏ　Ｑｕｏ　Ｔｈｅｏｒｙ）。他们发现，为了换取持
续不断的公司内部信息，记者往往会对提供内部信
息的企业做出对其有利的报道。这种互惠互利有利
于记者获取比竞争对手更快捷、更准确的内部信息，
以利于其在报道竞争中获得更多的“晋升”机会。
除了媒体自身固有的报道偏差之外，来自政府

的干预和压力无疑成为影响媒体报道偏差供给的另

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所有权和行
政权对媒体报道施加影响，促使媒体做出特定类型
的报道或者压制媒体回避特定类型的报道，例如秘
鲁事件、伊拉克美军虐囚事件以及尼克松政府对水
门事件的压制等（Ｇｅｎｔｚｋｏｗ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事实上，
这种情况在全球范围内依然广泛存在，即便是那些
声称新闻自由受到良好保护的国家也不例外（Ｇｅｎ－
ｔｚｋｏｗ　＆Ｓｈａｐｉｒｏ，２００６）。据 Ｄｊａｎｋｏｖ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
对全球９７个国家和地区媒体所有权类型的统计，有
超过２９％的报纸、６０％的电视台和７２％的电台是由
政府拥有和控制的。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受到政府
所有权的影响，媒体对特定事件的报道可能引起政
府这个大股东的不满，或者因报道得罪了其他利益
集团而引发这些利益集团通过政府向媒体施压

（Ｈｏｕｓｔｏｎ，Ｌｉｎ　＆ Ｍａ，２０１１）。另一方面，通过立
法管制和行政干预，政府不仅可以决定媒体言论权
利能否得到充分保障，也可以通过产业政策改变媒
体市场的竞争格局，从而在根本上影响媒体报道行
为。在Ｓｔｉｇｌｅｒ（１９７１）之前，传统经济学观点普遍认
为，在市场失灵时，政府管制应该介入市场。而媒体
报道恰好是一种典型的公共产品，存在极强的外部
性，按理应该属于政府管制的范畴。然而有趣的是，
即使是那些公共利益理论（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
ｅｓｔ）最坚定的信奉者也鲜有支持政府应该对媒体实
施管制的言论（Ｓｈｌｅｉｆｅｒ，２００５）。因为他们相信，与
其他行业不同，政府管制不仅会影响媒体的言论自
由，降低公众获得多元观点的可能性（Ｄｊａｎｋｏｖ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还会造成信息市场脆弱，提高信息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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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就全球范围来看，政府对媒体的管制主要采
取内容审查、经营牌照授权、委任及撤换主编、财政
补贴、外资进入壁垒等（Ｄｊａｎｋｏｖ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为了
迎合政府，媒体在新闻报道的生产过程中可能倾向
于避免或者推迟对政府不利的报道（Ｈｏｕｓｔ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二、媒体报道偏差的度量

就目前有限的数篇针对媒体报道偏差的研究而

言，当中多数仍是借助数学模型的推导展开研究，罕
见采用实证检验方法研究媒体报道偏差的文献。究
其原因，主要是在度量媒体报道偏差方面存在困难。

Ｌ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将这些困难归纳为以下两点：（１）媒
体报道偏差不容易观测，研究者想从媒体报道的词
句间寻找线索容易受到研究者自身对媒体和记者某

些固有观念的束缚，同时研究者在解读报道偏差过
程中也存在较强的主观性；（２）判断媒体报道偏差本
身隐含着对“公允”报道的识别，只有找到“公允”的
基准才能判断是否存在媒体报道偏差以及媒体报道

偏差的程度。然而，找到这样一个基准几乎是不可
能的，即使能找到也无法确保这一基准的同一性和
连贯性。尽管困难重重，经济学家还是尝试着从不
同视角度量媒体报道偏差。就现有文献来看，对媒
体报道偏差的度量主要有两种方法：基准比较法与
“场景设计”法。

（一）基准比较法
所谓基准比较就是在判断媒体报道偏差前先选

择一个“公允”的基准，偏离该基准的报道就是偏差
报道。由于“公允”基准本身难以确定，采用这种方
法的研究也多是选择一个间接的基准。在这方面开
创性的研究当属Ｇｒｏｓｅｃｌｏｓｅ　＆ Ｍｉｌｙｏ（２００５）。他们
的研究思路是，首先分别统计媒体报道和美国国会
议员引述智库言论的数量，通过对比两者的模式和
差异计算“美国民主行动”得分（ＡＤＡ），用以反映媒
体报道对有代表性的国会议员意识形态的偏离程

度。这里，美国智库的言论就是Ｇｒｏｓｅｃｌｏｓｅ　＆ Ｍｉ－
ｌｙｏ（２００５）所选择的基准。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在

２０种样本媒体中，除了福克斯新闻特别报道和《华
盛顿时报》之外，其他１８种媒体的 ＡＤＡ得分都呈
现出较国会议员意识形态左偏的情形，即这些媒体
表现出强烈的自由偏好。特别是《纽约时报》和

ＣＢＳ晚间新闻，其报道的自由倾向是最明显的；在
他们的研究样本中，最中立的媒体当属ＰＢＳ新闻时
报、ＣＮＮ晚间新闻、ＡＢＣ的美国早安以及《今日美

国报》。在 Ｇｒｏｓｅｃｌｏｓｅ　＆ Ｍｉｌｙｏ（２００５）的基础上，

Ｇｅｎｔｚｋｏｗ　＆Ｓｈａｐｉｒｏ（２０１０）进一步将媒体样本扩
大到 ＰｒｏＱｕｅｓｔ和 ＮｅｗｓＬｉｂｒａｒｙ数据库中的全部
４３３份美国日报，并采用文本分析法对媒体报道偏
差的来源进行实证检验。他们计算媒体报道偏差的
思路是，首先根据２００５年的《美国国会报告》中两党
议员的措辞来判断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最常使用的

词语，然后通过比对媒体报道中使用这些词语的频
率和比例来判断媒体报道的偏向性。

（二）场景设计法
所谓“场景设计”就是通过选取一些比较独特的

场景和事件来证实媒体报道偏差的存在。如果说基
准比较法是较为直接和定量化的研究方法，那么，场
景设计法更多的则是间接和定性的方法。ＤｅＡｎｇｅ－
ｌｏ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６）发现，在美国垃圾债券市场波动剧烈
的１９８９－１９９１年间，两家财务状况相近的公司
ＦＣＨ和ＦＥ均因重仓持有垃圾债券而面临巨大的
风险。但在同一时期，《华尔街日报》对ＦＥ公司进
行了４７次负面报道，而针对ＦＣＨ公司的负面报道
只有１篇。ＤｅＡｎｇｅｌｏ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６）据此评论说，媒
体往往挑选那些投资政策“在政治上不正确”的企
业，或者总经理言论比较偏激的企业进行负面报道。

Ｄｙｃｋ　＆Ｚｉｎｇａｌｅｓ（２００３）通过“交换补偿”理论实证
检验了记者在报道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人为偏差。从
本质上讲，资深记者与新入行记者的主要差别在于
他们是否拥有稳定可靠的信息渠道。Ｄｙｃｋ　＆Ｚｉｎ－
ｇａｌｅｓ（２００３）发现，为了换取持续不断的公司内部信
息，记者往往做出对公司有利的报道，从而证实媒体
报道偏差的存在。在政府与媒体报道的关系方面，
通过使用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间阿根廷４份主要全国性
报纸头版对政府腐败丑闻的报道数据，Ｄｉ　Ｔｅｌｌａ　＆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ｈｅｌｌｉ（２０１０）证实，报纸对政府腐败丑闻的
报道与政府在报纸上的广告投入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关系。Ｂｅｓｌｅｙ　＆ Ｐｒａｔ（２００６）将其解释为政府“俘
获”了媒体。在研究媒体的公司治理作用时，Ｍｉｌｌｅｒ
（２００６）发现，媒体倾向于报道涉案金额重大的违规
上市公司，他把这一现象诠释为媒体追求轰动效应。

Ｇｕｒｕｎ　＆Ｂｕｔｌｅｒ（２０１２）研究了一种较为常见的媒体
报道偏差现象———地方媒体对当地企业过度的正面
报道。在排除其他竞争性解释后，Ｇｕｒｕｎ　＆Ｂｕｔｌｅｒ
将此现象解释为地方媒体对当地企业广告收入的

依赖。

三、媒体报道偏差的经济后果

媒体报道偏差可能引发严重的经济后果。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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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研究的角度看，这种经济后果既可能是事前的，也
可能是事后的。从事前角度来看，由于媒体可能因
为广告厂商等利益集团的压力而刻意进行有偏报

道，受众会因为怀疑媒体报道的质量而降低对媒体
信息的需求；从事后角度来看，媒体报道偏差能够改
变受众的信念分布，影响社会微观经济主体的决策
和行为，进而影响整个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由此
可见，媒体报道偏差的经济后果不仅体现在微观层
面，也表现在对宏观层面的影响。

（一）微观层面
在微观层面上，媒体报道偏差的经济后果主要

表现在其对受众和厂商行为的影响。
先看受众。媒体报道偏差对受众行为的影响主

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受众在阅读媒体信
息时会受媒体有偏报道的影响，做出偏离基于事实
报道的最优决策的次优选择，从而无法实现效用最
大化目标；另一方面，一旦受众将媒体“扭曲”报道视
为媒体报道的常态，就会产生“柠檬市场”问题，使得
媒体在降低受众搜索信息成本和缓解信息不对称等

方面 的 作 用 大 打 折 扣。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 ＭｃＬａｒｅｎ
（２００９）证实，由于受众怀疑媒体报道的准确性，受其
影响，受众从媒体中获得的信息甚至低于其事前预
期；同时受众也会降低对媒体报道的需求。Ｒｉｎａｌｌｏ
＆Ｂａｓｕｒｏｙ（２００９）的研究发现则更加悲观。他们指
出，在做出报道时，媒体考虑更多的可能是如何迎合
广告商的需求，而不是对其产品进行如实报道。如
果投资者和消费者以此作为投资和消费的参考，他
们很可能会因此蒙受损失。这一发现同样得到

Ｈｅｎｎｉｇ－Ｔｈｕｒａ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的经验证据支持。不
过并不是所有的研究都认为媒体报道偏差必然导致

不利的经济后果。在详细研究２０世纪初法国４份
重要财经报纸如何发布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后，

Ｂｉｇｎｏｎ　＆ Ｍｉｓｃｉｏ（２００９）指出，媒体确实受到广告厂
商的影响，产生了报道偏差行为。但是，报道偏差并
没有导致资金配置失效。
就厂商而言，媒体报道偏差的影响也表现在两

个方面：一方面，受广告等因素影响，媒体往往会隐
藏对企业的不利报道，仅向市场提供企业的正面报
道，这可能在短期内会导致企业规模和收益的增加；
另一方面，由于受众对媒体报道准确性和报道动机
存疑，导致媒体对企业的事前监督在一定层面上失
去效力。Ｄｙｃｋ　＆Ｚｉｎｇａｌｅｓ（２００３）证实，为了换取持
续不断的公司内部信息，记者往往做出对公司有利
的报道。使用美国基金公司广告投入量最大的５份

报刊作为媒体报道来源，Ｒｅｕｔｅｒ　＆Ｚｉｔｚｅｗｉｔｚ（２００６）
发现，平均而言，在所有向 Ｍｏｎｅｙ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杂志投
放广告超过１００万美元的基金公司中，有８３．８％的
基金公司在该杂志随后评选的“基金１００强排行榜”
中至少占据一席；相反，没有向 Ｍｏｎｅｙ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杂
志投放广告的基金公司中，只有７．２％的公司入选
“基金１００强排行榜”。受此影响，这些入榜基金的
规模也在其后短期内迅速增长。在公司治理语境
下，Ｃｏｒ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发现，媒体对美国上市公司

ＣＥＯ薪酬政策的质疑并没有引发这些公司对ＣＥＯ
薪酬政策的调整，他们将媒体公司治理作用失败的
原因部分归结为媒体关于ＣＥＯ薪酬的报道属于轰
动报道所致。

（二）宏观层面
在宏观层面上，媒体报道偏差的经济后果主要

表现在社会福利水平的改变以及政府在政策和立法

层面的因应。
就社会福利而言，一方面，因“柠檬市场”问题，

受众会降低对媒体信息的需求，导致社会整体福利
的损 失 （Ｂａｒｏｎ，２００６；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 ＭｃＬａｒｅｎ，

２００９）；另一方面，由利益集团引发的媒体报道偏差，
通过影响公众的信念分布和信息结构进而可能扭曲

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导致社会福利下降（Ｍｕｌｌａｉｎ－
ａｔｈａｎ　＆ Ｓｈｌｅｉｆｅｒ，２００５；Ｅｌｌｍａｎ　＆ Ｇｅｒｍａｎｏ，

２００９）。
就政府对媒体报道偏差的应对策略而言，目前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讨论政府是否应该通过立法限制

媒体企业间的兼并收购。而关于媒体企业兼并收购
争论的实质正是媒体垄断是否会加剧媒体报道偏

差。然而就这一问题，理论研究尚存在争议。Ｍｕｌ－
ｌａｉｎａｔｈａｎ　＆Ｓｈｌｅｉｆｅｒ（２００５）认为，相互竞争的媒体
会采取比垄断情况下偏差程度更高的报道策略，从
而使得相互竞争的媒体在观点上的偏差和分歧更为

显著。换句话说，竞争不仅没有提高媒体报道的准
确性，反而加剧了报道的偏差程度。Ｇｅｎｔｚｋｏｗ　＆
Ｓｈａｐｉｒｏ（２００６）不认同这种观点。他们证明媒体报
道偏差会在媒体企业间的竞争中逐渐弱化。特别是
对于那些能够在短期内验证报道准确与否的事件，
媒体几乎没有动机进行有偏报道。Ｅｌｌｍａｎ　＆ Ｇｅｒ－
ｍａｎｏ（２００９）也证实，在考虑广告商对媒体的影响
后，与垄断相比，竞争确实有助于消除媒体报道偏
差。在市场准入方面，Ｂｅｓｌｅｙ　＆Ｐｒａｔ（２００６）确信，
进入门槛越高，媒体被政府“俘获”的可能性就越大。
更为直接的证据来自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 ＭｃＬａｒｅｎ（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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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他们发现，在法律禁止媒体兼并收购时，市
场存在纳什均衡解。根据数学推导，当竞争为市场
最终均衡结果时，此市场结构带来的社会福利是最
大的；当法律允许兼并收购时，兼并收购会降低媒体
间的竞争，加剧媒体报道偏差程度，导致社会福利下
降。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 ＭｃＬａｒｅｎ（２００９）由此得出结论，
“推行媒体反兼并收购法有其积极意义”。

四、如何缓解媒体报道偏差

受众可以通过阅读报纸和杂志、收听广播、观看
电视、上网冲浪等各种方式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信息，
而信息的品质取决于它的准确性。信息越真实、准
确，信息源（媒体）对于受众的价值就越大。传统经
济理论认为，竞争是保障消费者获得高品质产品的
最根本措施。对于新闻报道而言，来自受众和竞争
者的压力是否能够确保媒体向社会提供准确、无偏
的信息，缓解媒体报道偏差现象呢？以下将分别从
媒体报道偏差的供给视角和需求视角出发，探讨媒
体企业间的竞争是如何缓解这一现象的。

（一）竞争对供给视角媒体报道偏差的影响
传统上，经济学家对于媒体市场仅受到少数几

家企业控制的忧虑并非主要来自竞争不充分而导致

的低效率，而是来自对政府更容易俘获（ｇｏｖｅｒｎ－
ｍｅｎｔ　ｃａｐｔｕｒｅ）这些媒体企业，从而干预和影响报道
生产的担忧 （Ｂｅｓｌｅｙ　＆Ｐｒａｔ，２００６）。竞争是否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政府对媒体的俘获？从理论上

看，答案是肯定的。不妨考虑以下情况，政府对媒体
发出威胁，只要任何一家媒体报道某一事件，政府就
永远停止向该媒体提供信息。此时，竞争的作用主
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方面，由于更多的竞争者进入
传媒市场意味着市场上媒体企业的动机（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ｒａｎｇｅ）更加多元；另一方面，由于不同媒体面对政府
威胁所承受的成本和从实际报道中获得的收益不

同，因此，更多的竞争者意味着总有一家媒体不顾政
府威胁进行报道的可能性会更高（Ｇｅｎｔｚｋｏｗ　＆
Ｓｈａｐｉｒｏ，２００８）。
退一步，即使政府不干预媒体报道，媒体自身也

可能提供有偏报道。为了确保受众获得尽可能准确
的信息，最好的方法是确保任何利益集团的观点都
被媒 体 所 报 道 （Ｄｅｗａｔｒｉｐｏｎｔ　＆ Ｔｉｒｏｌｅ，１９９９）。

Ｍｕｌｌａｉｎａｔｈａｎ　＆Ｓｈｌｅｉｆｅｒ（２００５）指出，在极端的情况
下，即使任何一家媒体的报道都是有偏的，只要受众
能够从不同媒体获得不同视角的观点，他们就可能
形成对该事件近乎准确的认识。换句话说，市场上

的媒体企业越多，媒体间的观点就越可能呈现多元
化特点，受众也就越可能形成准确的判断。这里需
要指出的是，并不是媒体企业数量的增加一定能够
为受众形成准确的认知提供帮助，真正发挥作用的
是媒体竞争导致的报道观点的多样性。
促使媒体企业在竞争对手前成为第一个新闻事

件报道者并提供多元化观点的动力，一方面来自企
业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提供领先和多元化报道会
提高受众对该媒体的需求，从而提高利润）；另一方
面，更为重要的则是媒体对声誉的追求。媒体间的
竞争使得受众可以对不同媒体提供的报道进行对

比，从而可以更加准确地判断不同媒体的报道品质。
由于一旦报道公布，再次发布该报道的成本会直线
下降，因此声誉收益会全部落入第一个报道该事件
的媒体。由于构建和维护声誉的成本极高，而企业
从声誉中获得收益又极大，因此，媒体有极强的动机
去追逐和维护声誉（Ｇｅｎｔｚｋｏｗ　＆Ｓｈａｐｉｒｏ，２００６）。
从本质上说，是竞争促使媒体不断投入，竞相率先报
道新闻事件，从而使受众在第一时间接触到多元化
的观点成为可能。

（二）竞争对需求视角媒体报道偏差的影响
最典型的需求驱动型媒体报道偏差来自媒体对

受众偏好的迎合。竞争是否能够缓解这种报道偏差
呢？答案取决于受众如何偏好与他们信念相似的媒

体。一种极端的情况是，受众在报道的准确性与报
道与自身偏好一致性两者之间进行权衡。此时，尽
管受众希望知道真相，但仍会选择一个有偏却能不
挑战其信念底线的媒体。Ｍｕｌｌａｉｎａｔｈａｎ　＆Ｓｈｌｅｉｆｅｒ
（２００５）证实，在这种情况下，竞争不仅不能消除报道
偏差，甚至还会加剧媒体报道偏差。另一种极端的
情况是，受众仅仅选择与他们意见一致的媒体报道，
并且相信只有这些报道才是真实准确的。此时，竞
争是完全无效的。在两个极端之间，只要受众有对
准确报道的需求，竞争就会缓解报道偏差，因为此时
进行有偏报道的媒体必须承担事情败露的风险，而
这会严重损害媒体的声誉。在 Ｇｅｎｔｚｋｏｗ　＆Ｓｈａ－
ｐｉｒｏ（２００６）的模型中，即使受众是非理性的，竞争也
能确保受众据此判断出媒体的品质。
另一种典型的需求驱动型媒体报道偏差来自媒

体对广告商偏好的迎合。为了获取持续的广告投
入，媒体可能会压制对广告厂商不利的新闻报道。
然而，竞争的存在使得广告商通过广告支出压制报
道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借用Ｂｅｓｌｅｙ　＆Ｐｒａｔ（２００６）
的模型可以清晰地说明这一点。设想市场上有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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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媒体，每一家都掌握着对广告厂商不利的报道。
如果媒体对不利事件的报道可以带来收入Ｒ，而第
一家报道该事件的媒体能够获得全部收入Ｒ。厂商
为了压制不利报道需要向每一家媒体支付广告费

Ｂ。很显然，Ｂ应该不小于Ｒ，否则没有媒体愿意配
合广告厂商。如果厂商从压制媒体报道中可以获得
的收益为Ｖ，那么厂商向每一家媒体支付的广告费

Ｂ应不超过Ｖ／Ｎ。考虑到Ｂ不小于Ｒ，Ｖ／Ｎ也就应
该不小于Ｒ。换句话说，媒体企业数量 Ｎ越大（竞
争越激烈），厂商压制媒体报道的可能性就越低。因
此，竞争能够缓解该类型的媒体报道偏差。

五、评述与展望

以上从媒体报道偏差的动因、媒体报道偏差的
度量、媒体报道偏差的经济后果以及如何缓解媒体
报道偏差四个方面归纳和梳理了文献对媒体报道偏

差的已有研究。可以看出，媒体报道偏差还是一个
相对崭新的研究领域，许多方面还存在空白。从现
有文献来看，尽管在媒体报道偏差动因方面，理论研
究获得了较为一致的观点，但是在媒体报道偏差的
经济后果上，现有研究仍然存在诸多分歧。造成这
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不同学者在建立假设和选择效

用函数方面存在差异。受此影响，尽管学术界就如
何缓解媒体报道偏差达成了较为一致的共识，但是
由于缺乏经验证据，许多结论缺乏事实基础，导致在
政策和立法层面上关于如何应对媒体报道偏差的议

题迟迟没有达成共识。
在我国，针对媒体报道偏差的研究则几乎尚未

展开，许多问题尚有待回答。例如，我国是否存在媒
体报道偏差现象？如果存在，我国媒体报道偏差的
动因和表现形式又是如何？我国独特的制度背景对

媒体报道偏差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国媒体报道偏

差的经济后果如何？在政策和立法层面上应该如何

应对媒体报道偏差？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解答可以

在借鉴国外现有文献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

加以拓展。未来针对我国媒体报道偏差的研究可以
重点考虑以下三个方面：（１）在理论上构建符合我国
制度背景和特色的媒体报道偏差模型；（２）在方法上
探索更加合理和更具操作性的媒体报道偏差的度量

指标和计量方式；（３）在逐步积累理论和经验证据的
基础上，提出和完善应对我国媒体报道偏差现象的
政策和立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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